高中语文新课程教学漫谈

陈钟梁

学习《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(实验)》，我觉得最有收获的就是提出了“素养”这个概念。前言这一部分多次讲到：“使全体高中学生获得应该具备的语文素养”，“应进一步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”，“应帮助学生获得较为全面的语文素养”，“使全体学生获得必须的语文素养”。

“素养”到底是什么？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钟启泉认为，素养是个整合性的概念，也是一个发展性的概念。我理解，这个整合和发展至少有三个层面，第一个是技能与能力，第二个是知识，第三个是文化的创造。技能与能力的形成、知识的支撑、文化的创造，综合成为一个人的语文素养。我一直认为，查字典，不管《辞海》《辞源》，查出来，你都不会有一个满意的答复，但是我们语文教师的心里自然有一杆秤。电影《重庆谈判》中蒋介石与毛泽东的一段对话，两人在庭院里散步，蒋介石说：“润之呀，你我都是五六十岁的人了，要把中国的事情搞好。”“润之”，就显得很亲切。毛泽东怎么回答，又不能争，又不能吵，毛泽东说：“委员长的话说到我心里，不过我想要把中国的事情搞好，首先要解决农民问题，如果农民长期以来吃不饱穿不暖，没有购买力，整个国家的经济也是不可能的了。”蒋介石一口宁波话，说：“解决农民问题，你是专家了，全国统一以后，你就专门负责解决农民问题，军队嘛，就不要搞了。”毛泽东说：“我也是这么想的，军队不要个人搞(个人就是独裁)，也不要集团搞(集团就是军阀），军队应当代表国家的意志。”蒋介石说：“你们延安，小小的延安，还是很有办法的，出了这么多的人，林彪，刘伯承，徐向前，—个个都是猛将呀。”毛泽东说：“委员长夸奖了，这些人早年不都是您的学生嘛。”两个人的素养在这里表现得非常充分。蒋介石早年在上海、江湖上滚打，但他当了国家元首以后身边两大文人，一个于右任，一个陈布雷，与宋美龄结婚后，他又接触了一点儿欧美文化，他还得叫宋美龄“darling”。毛泽东不同，自学成才，不管谁都不可否认，他是个伟大的诗人，他写的诗，豪迈的有“独有英雄驱虎豹，更无豪杰怕熊罴”，细腻的有，“斑竹一支千滴泪，红霞万朵百重衣”。这就是一个人的语文素养，它里面包含着他的学养、教养、涵养，具有综合性。
问题在于，课程标准提出了“素养”这一概念，解释了语文教学的最基本的目的，那么怎么来完成这个任务？我以为，另外一个词语“养成”揭示了语文教学的规律，它是养成的。什么是养成？国外语言学有一个比喻，“语言就是威土忌，一种酒，它是在酒桶里慢慢酿成的”。这里边含有三点：第一，酿成的，酿成不是物理变化，而是化学变化，不是量变而是质变，从社会语言学讲，是“内化”。第二是“慢慢”，“慢慢”告诉我们，需要一个过程，就像当初“小皇帝”喝的鸡汤，是慢火熬出来的。我个人认为，语文教学没有头条新闻，也没有轰动效应，它注重的是一种缓慢的、日常的过程，或者说是急不得的。第三，必须在酒桶里，酒桶就是酿酒的载体。那么语文教学的载体是什么？教材，或者我们现在说的文本。古今中外，从四书五经，《古文观止》，一直到废除科举以后，那时我们叫国语，现在叫语文，也都是有教材，哪怕现在欧美国家，那么发达，也是有教材的。很难想象，语文课没有教材。而且我觉得教材必然有随意性、散漫性，语文教材不可能编得像化学教材、物理教材那样序列严谨、有序，缺了一堂课就要补课，否则后面听不懂，学不会。这个可能性不大，总含有一定的随意性和散漫性，这也是语文学科的特点所致。因此要实现课程标准中的理念，必须要有一套好教材。现在的问题在哪里呢？这两年编的教材，大多是以话题组织单元的，这样组织单元有许多优点，人文性比较强，某种程度来说也有利于学生开展研究性的学习，探究性的学习。但是也有缺点，缺点在哪里呢？因为你阐述的是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，工具性是语文学科的最基本的特性，人文性是语文学科的价值走向，二者要处理得好。现在以话题组织单元，它的语言文字教学的这条线，忽隐忽现，叫教师琢磨不透。有时候比较好的教材，前面一个话题用了，后面没有了，有时候，前面的内容还比后面的深。像我们上海自编的教材，六年级进入初一了，初中共有四年，小学结束一上来读的两篇文言文，一篇《爱莲说》，另一篇《陋室铭》。什么道理呢？话题带来了矛盾。我在一次会上说，语言文字这条线忽隐忽现，教师琢磨不透，下面一个老师马上举手，“陈老师，我不同意你的观点，怎么能够说语言文字这条线忽隐忽现呢？我认为根本没有这条线”。上海九年义务教育语文教材主编陶本一教授说“在教材编写过程中，最难的就是找出这条线”。这个问题是我们当前课程改革过程中教材编写遇到的比较大的麻烦。其实这个问题，叶老在1938年就提出过，当时刘半农等人也热心于以话题组织单元，叶老说：“这样做教材既侵犯了公民课的范围，又远离了语文课的立场，我不敢苟同。”但是我个人认为，在目前这场改革中，要想改变这个现状，编写出一套完全符合语文教学规律的语文教材来是比较难的，甚至在一定时期内是不可能的，只能是我们在编写教材的过程中，注意到工具性和人文性相结合这个最基本的特性。现在新编的教材，许多老课文不用了，老课本中也有很多非常好的，像记叙文，写一件事的，冰心的《小橘灯》不用了，写几件事环绕中心的，魏巍的《我的老师》，现在也不用了。说教材要新，对学生来讲，无所谓新与旧，对他们来说都是新的呀。另外，现在的提示语写得都很美，像散文诗，但大多作人文的阐发，没有工具的落实，后面的练习也不行，这些练习往往有点儿大而空，所以就导致现在很多语文课多多少少有点儿像班会课，有点儿像公民课，这是当前语文教学比较普遍的现象。
当前语文课有三个现象值得关注。第一，多媒体不断地在展现。当然，多媒体用得好，有助于语文课教学。一是激发兴趣，调动情绪，二是获取信息，拓展视野，但是绝对不能冲淡我们对文字本身的阅读。我想香港还是比较明智的，十年前，香港说能用电脑尽量用电脑，因为我们技术还不熟悉，需要有个普及的过程，但是现在香港教育署提出能不用电脑就尽量不用电脑。过去是量的问题，现在是质的问题，要么不用，要用就在质量上来思考和发展。第二，现在的语文课往往不重视读书，学生不读，老师也不读。广东省某个市的教研员说：“课改未成课堂乱，源自师生不读书。”大家都不读书。现在课堂上流行的一句话：“现在给大家三分钟的时间请大家很快地把课文看一遍。”那么这个三分钟时间到底来得及看吗？好了，匆匆忙忙看完，马上讨论。现在流行的第二句话：“请前面两个同学转过身去。”教《项链》，马上讨论“路瓦栽夫人是个人悲剧还是社会悲剧”。教《雷雨》，马上讨论“周朴园对鲁侍萍的爱是真情的还是假意的”。“认为真情的坐在这一边，正方；认为假意的坐在那一边，反方。好，现在我们请一个同学上来主持这场讨论。”这已经成为我们当前语文教学比较普遍的现象。我想，我学课程标准，首先最引起我关注的是素养。我们的语文课要有利于提高一代人的素养，而要完成这样一个任务，我们要把握语文教学本身的规律——“养成”。现在我们的高中课程标准里确实没有强调训练，很多老一辈的语文特级教师感到有点儿不满，钱梦龙老师还写了一篇文章《为训练正名》，巢宗祺教授说，我们没有过多的强调训练，这是由我们的这个体系决定的，但是不等于不能够训练。初中还比较强调，训练前面加了两个形容词，一个是科学的训练，一个是有效的训练。我在教书的时候遇到过两位校长，一个是张炎林，很有个性，很有教养的，他对我说你懂得什么叫语文教学吗，你们这批人就是不懂得语文教学，告诉你，松松垮垮出人才。他这里“松松垮垮”就是要给学生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去读书，在他的头脑里是非常人性化的教育。第二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段力佩，他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提出语文教学的读读议议，到了80年代提出语文教学茶馆式。当时我在市教委教研室工作，他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，非常生气地对我说：“你们教研室搞什么名堂，编了这么多的训练册，这也训练，那也训练，人又不是狗。”这两个人对我训话是最厉害的。他们的教育观念是非常人性化的，而不是功利性的。现在的语文教学，第一个就是不管需要不需要，滥用多媒体；第二个不管需要不需要，学生还没有处在认知冲突阶段就开始讨论；第三个就是无限的拓展，这篇课文“一”还没有完成马上反“三”，拓展是省力的，网上一搜什么都有了，深入是艰苦的，千万不要以拓展掩饰自身的肤浅。这三个现象，在我们高中的语文教学中是比较普遍的，因此我认为要提高高中语文教学质量，很大程度上在于教师。
上海有一位资深教育专家曾说过：“我们要好好思考一个问题，课程标准和教材编写比起来哪一个更重要，是教材；教材和教师比较哪一个重要，是教师。”他讲得很朴素，揭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。人教社教材的特点比较稳。我们要求新，在求新的过程里就要讲一点儿稳。这是小平讲的，“讲改革必须讲稳定”。上海著名教育家吕型伟先生说：“改革未必能发展，当然，发展必须要改革。”在课程标准里，对教师提出这样几点：第一更新观念，第二丰富知识，视野要开阔，第三认真读书，精心钻研教材，第四，研究教法，懂得什么是真正的对话，它没有写第五，我再补充一点，第五，要重视高考资源的开发和利用。在课程改革过程中，我们要提出提高教师的执教能力。没有这个层面的工作和发展，那么课程改革或者教材编写的意义好像就不大了。在这个过程里，教师毕竟是最重要的。要让他们懂得怎么把语文课真正上成语文课，我看这是最重要的。语文课要真正上成语文课。给学生一种语文素养的教育。
譬如，我听过很多堂《胡同文化》的课，多数教师往往就是抓住胡同文化这个话题，北京胡同文化是封闭的，于是放了很多照片，接着又放很多上海的照片，上海的弄堂是开放的，于是封闭和开放做比较。且不说这是很不准确的，而且也不像一堂语文课，你放的音乐，至少放京韵大鼓吧，你不能去放费翔的那首歌，整堂课就是在这种非常浮躁的过程中过去了，我想真正的语文课要研究一下。汪曾祺的《胡同文化》是一篇序，“胡同没落了”，摄影集的一篇序。他从哪里写起？他从北京城的方方正正写起，这是语文教学的一个层面，写什么。但是语文教学的更重要的一个层面，他怎么写北京的方方正正呢？这是第二个层面。第二个层面可能比第一个层面更重要，怎么写比写什么更重要，因为我们是语文课。法国著名的画家塞尚讲过一句名言，“画什么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怎么画”。画什么，画山，画水，画人，画物，就这么几个，但是我们之间有什么不同，我们的艺术有怎样的高低，全在于怎么画。那么汪曾祺是怎么写北京城的方方正正呢？先看第一句话，第一句话是通过一个比喻来讲，“北京城就像一块大豆腐，方方正正的”，这个比喻好在哪里？好就好在一下子给这篇文章定一个基调——平民化，生活化——比成一块大豆腐，不是平民化、生活化吗？整篇文章也是平民化、生活化的，这就是胡同的本质。第二个层次是怎么写的呢？举了两个例子，一个例子是拉洋车的，往东朝西，另一个就是老两口在炕上，老汉对老妻说，“你往北边挤一挤可以吧，往北挪一挪”。都是老百姓的事情，但是已经进入到老百姓的语文结构里，这是最能够深入人心的，也就是恩格斯讲的典型性，典型的意义。我们说，你这个人这么小气呀，简直就像“阿巴贡”，“阿巴贡”已经进入到知识分子的语文结构里。你长得漂亮，你像“梅兰芳”，“梅兰芳”深入到普通人的语言结构里。你长得漂亮，你是章子怡，还不行，“章子怡”还没有能够进入到人们的语言结构里。这个人这么敏感，一点点事情就哭，像“林黛玉”，“林黛玉”进入到人们的语言结构里。现在北京城的方方正正、东南西北进入到老百姓的语言结构里。最后小结“方方正正的北京城，不但影响了北京人的生活，而且影响了北京人的思想”。
语文教学还有第三个层面：要诵读，只有诵读了才能进入到心里。在诵读的问题上，教师怎么教学生呢？最重要的是教它的节奏。郭沫若说，“节奏是力与时间的组合”，力是轻重，时间是缓急，学生由于生活和体验的不足，在节奏上是需要老师教的。尽管有的普通话不好，但是由于我们的生活和经验，提供了我们指导朗读的机会，“北京城就像一块大豆腐，方方正正”，“就像一块大豆腐”这个要读得快，结尾“方方正正的北京城，不但影响了北京人的生活，而且影响了北京人的思想”，一字一字读清楚，“思想”的“想”第三声，首腹尾都要读出来。读完后可以再提醒同学注意，第一句“北京城方方正正”，最后一句“方方正正的北京城”，在你们初中读过的课文里面，哪一篇很著名的文章在开头和结尾语言次序上也如此掉换了一下？老舍的《济南的冬天》，题目是“济南的冬天”，结尾“这就是冬天的济南”。
也许有老师会问：这样上语文课，现在的课文这么长，课时这么少，怎么来得及？我们说，作为一个语文教师的基本功来讲，必须学会逐字逐句、逐句逐段钻研课文，这是你的基本功，然后再设计教法，提高教学艺术。一切教学艺术，教学设计，首先建筑在教师对课文的准确理解和把握上，这样才有第二步：突破一点带动全文，抓住要害的地方。
譬如教《祝福》，有的老师就从对祥林嫂称呼的三个相似的句子中来突破，第一个，“大家都叫她祥林嫂”，第二个“大家仍然叫她祥林嫂”，第三个“镇上的人们也仍然叫她祥林嫂”，通过这三个不同的称呼，带动全文，揭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女人命运的悲剧。也有人从《祝福》中对“我”这个人的分析来带动全文，因为《祝福》中的“我”既然是小说中的人物，那么这个人物是出生于一个比较富裕一点儿的封建的知识分子家庭，但是他是一个觉醒者，他与鲁四老爷没几句话，鲁四老爷就进去了，“这里只剩下我一个人”，凡是觉醒者必然是孤独者，“只剩下我一个人”，这个“剩”字要重点讲，特别在江南一带这个字很讲究的。《哀江南》是南曲，也有一个“剩”字，“只剩一片碎瓦”。汪曾祺先生专门对这个“剩”字做过研究，他说，如果要编一本《鲁迅词典》，这个“剩”字是不可少的。作为一个人物来讲，他是一个觉醒者，是个孤独者，也是一个逃逸者，他不可能来解决这个矛盾，这场纠纷，他也是个逃避者。但是有一个句子，以前我们教学往往是疏忽的，“复兴楼的鱼翅还是要吃的”，他还是吃得起鱼翅的人。尽管他关心鱼翅的涨价和降价，他毕竟是吃得起鱼翅的人，也只有这样的人才可能去关心祥林嫂的命运，卫老婆子、柳妈她们只可能讲述祥林嫂的故事，不可能去关心祥林嫂的命运。因为列宁讲过一句话，“文盲总是远离政治的”。只有知识分子才可能投入这样一场变革。“我”是小说中的一个人物，但他又是文章的叙述者，这个“我”和鲁迅其他文章中的“我”有何不同？比如《社戏》也是“我”，《故乡》也是“我”，有什么不同？这个要研究。但是这个叙述只是出现在开头和结尾，中间避去了，中间让谁出来呢，让卫老婆子来讲这个故事。这是鲁迅先生叙述的艺术，叙述的智慧，因为中间这个故事，如果“我”纠缠在这里，那么这个故事就无法完成了。从“我”作为一个突破，《祝福》也可以教得非常深刻。到底突破哪一点，这是语文教师相当的自由度，但是突破的这一点，必须把全文带起来。课堂设计的本质在哪里，就是用最少的时间里，获得最大的效益。
现在各套教材都选用余秋雨的《都江堰》，《都江堰》这么长怎么讲？在介绍余秋雨的时候，倒可以通过屏幕出现一段文字：“38年前有位浙江余姚的小伙子走出了群山，15年前，这位不再年轻的小伙子又走向了群山，这一走便一发不可收拾。他的文章与其说是写出来的，不如说是走出来的。诚如他在《千年一叹》自序中所说：‘与笔端相比，我更注重脚步，与文章相比，我更注重生命，与精细相比，我更倾心粗糙。’他就是余秋雨。今天我和大家一起来阅读的就是余秋雨的《都江堰》。”一两分钟解决了，然后学生阅读，阅读的时候提出一个问题，本文有三个比较，请你们找出它们，一下子把文章提纲挈领地拉起来了。第一个是都江堰与长城比较，“长城的社会功用早已废弛，而都江堰至今还在为无数民众输送清流”；第二个与大海比较，“都江堰把最强悍的生命赋之于规整，赋之于期盼，赋之于众目睽睽，显现出一种更壮丽的驯顺”；第三个比较，把都江堰的创作者李冰与一批批官僚做比较，而李冰因官位成为一位实践的科学家，他以田间老农的思维进入了最纯粹的人类学的思维。前面几段通过三个比较非常清晰，人类学大师培文思·普理查德有一句很经典的话：“人类学只有一个方法，即比较法，但又是不可以比较的。”余秋雨先生不可能不知道这句话，因此他在比较的时候是非常谨慎的，没有拓展也没有延伸，在选词上十分准确、到位。
最后可以让学生自己谈谈对结尾一段哲理性的语句是怎么领会的。譬如：“二王庙仅仅多了一点自信的李冰，倒成了人们心中的神。”“中国宗教颇多世俗气息，因此，世俗人情也会染上了宗教式的光斑。”“一来二去，都江堰倒成了连接两界的桥墩。”我想余秋雨的文章，如果离开了余秋雨的语言，如果离开了余秋雨的文化，也就没有了余秋雨的散文。所以我认为，首先要懂得逐字逐句地钻研课文，第二要学会突破一点，带动全文，用最少的时间得到不能说最大，至少说比较大的效果。
在课程标准观照下进行教师培训，我想这件工作要做好。1963年、1964年那时候也进行改革，就是第一个教学大纲出现了，那时候政治性也越来越强了。叶老到福建省作报告，那个体育场上一千多人，叶老特地要了一块黑板，写了很大很大的、斗大的字，“不要抽出而讲之”。是针对当时过分强调语文的政治性。现在我们弘扬人文性完全是对的，但是“不要抽出而讲之”。我们在强调工具性的时候，不要忘了，我们语言文字工具性的本身就含有强烈的人文性。当我们弘扬人文性的时候也不要忘了，语文教学弘扬人文性主要是通过语言文字来传递的，这些都是我们现在成长起来的语文教师必须要把握好的。

如果说，小学的语文课更多的要贴近生活，初中的语文课要走向社会，那么高中的语文课特别重视依托文化。所以高中的语文课，特别重视的是它的文化含量，那么语文教学与文化，这个很大的课题里需要我们关注的是什么呢？我认为有三个方面。

第一个是文字文化。就是汉字文化，语文教学不能离开汉字的教育。这可能也是中国语言文字的特点。譬如《回乡偶书》，小学生都背熟了，在高中的时候怎么来开发学生从小读过的诗呢？在文字上开发就是一个方面。《回乡偶书》写得最精彩的是哪一个字？整首诗，加上题目共32个字。最精彩的一个字就是“偶”，《回乡偶书》的“偶”。“偶”蕴含着什么文化？“偶”就是偶然，豁然开朗，这里恰好是诗歌创作的灵感机制，诗歌创作是讲“偶”的。一种突然的闪现，一种难觅的灵感，全在这个“偶”字上。所以陆游说：“文章本天成，妙手偶得之。”我们还可以考虑，吕叔湘先生要把选择的一百首唐诗翻译成英语，在翻译这首诗的时候，他遇到麻烦了，有一个字翻译不出来。同学们看看是哪个字？《回乡偶书》的“乡”。乡是中国文化的一种彻悟，只有中国人有乡。一个乡一个宗，一个乡一个姓。知识分子的理想就是功成名就，衣锦还乡。是衣锦还乡，不是衣锦还家，一个乡，还有一个祠堂。所以。李白的诗是“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”；刘邦的大风歌，是“威加海内兮归故乡”，余光中的也是《乡愁》。

第二个是经典文化，这可能是最重要的。一个人没有经历过经典文化熏陶就缺少底气，也不大气，我讲得可能偏激点儿，大家再研究。为什么李安能够多次获得奥斯卡的奖项？他从小经历过一段中国经典文化的教育，他了解美国文化跟中国文化。当然，我们也有很多导演，第三代，第四代的，也很了不起，做出了很多的贡献。比如张艺谋、陈凯歌、冯小刚，但是从他们成长的年代来看，由于当时中国的种种原因，他们好像缺少了中国经典文化熏陶的这一阶段。所以免不了有点儿浮躁，缺少一点儿文人的气质。我们不能不信服这样一条起码的基本的规律。在奥斯卡的评委当中有一个中国人，就是卢燕。她都79岁了，气质非凡，在接受凤凰台采访时，她说：“我最不能忘记的是，我小学到初中这七八年时间里是在梅兰芳身边度过的，在梅兰芳身边学习书法、绘画、唱戏。”她要梅兰芳教她京剧，梅兰芳不肯，“要学就从昆曲学起”。她学了几出戏，自己觉得很了不起，她叫梅兰芳为继父。她说：“继父，你给我看看我演得怎么样?”梅兰芳笑着说该演的都演了，就是没演到家。现在我们的很多语文课是该教的都教了，就是没有教到家。我们希望未来的这一代人能够在经典中成长，这对于我们整个国家的未来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。我国的经典大量存在于诸子百家、唐诗宋词、山水散文、名人传记以及古典戏曲中，像我们高中选的《长亭送别》《哀江南》等。这就是中国经典文化对一个人的奠基作用。
第三点是现代文化。我们高中教材，如人教版教材有了一个很重要的拓展，就是有了好几篇西方现代文化的作品，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。上海高一教材选了一篇黑塞的《笛梦》。黑塞是存在主义者，这篇文章很有哲理性，写了一个小孩的人生选择，因为存在主义认为世界是混浊的，人生是可以选择，“自我设计”的，这篇课文很难懂。卡夫卡表现主义的《变形记》，西方说人就像一条虫，他就抓住这句话，人就变成一条虫。还有荒诞剧《等待戈多》。我个人认为，荒诞剧中学生易懂的还不如选尤里斯库的作品。比如他的《秃头歌女》，一列车厢里，坐着两个人，一个是秃头，一个是歌女，那个秃头满脸红光，但是头发都掉了，一看就知道是大款，那个歌女呢，也到了一定的年龄，30出外了，但是穿着非常人时，长得也很漂亮，稍稍有点儿鱼尾纹。两个人在车厢的行进中自然就谈起来了，两个人越谈越亲密，越谈越投机，谈到最后，两个人竟然到同一个城市，到同一个区域，到同一个街区，到同一座大楼，到同一个层面，到同一个房间，到同一张床上，原来他们两个人是夫妻。作者用荒诞的手法写出现在这种浮躁的社会里，各忙各的，大款忙着赚钱，歌女忙着走穴，到最后连夫妻见面也不认识，一种人性的失落，一种人性的病态。这个荒诞剧在西方很有影响。还有，西方魔幻现实主义的《百年孤独》，各套教材里都选了。“百年”是时间的长久，“孤独”是封闭的状态，教师可能对这几篇文章比较陌生，有的也不教，学生看看就算了。我想好像还是应该把它攻下来，让学生认识一下世界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是怎样的作品。教马尔克斯的《百年孤独》不可不读马尔克斯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的讲话。当然，现代文化不限于以上几篇课文，只是想提出来引起大家注意。
从文化来讲，语文教学，特别是高中的语文教学，很重要的三个层面是：汉字文化，经典文化，现代文化。
老师们往往会困惑，就是学生的主体作用怎么体现。我认为，在课程改革日益深化的今天，在教学哲学领域里，最有意义、最有价值的话题就是以学生为主体的讨论。以课堂为主、以教师为主、以教材为主的“三主”原则，可以追溯到300年前的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，一定程度上就是教学的一般规律，但是比较容易导致教学的封闭化、单一化。因此如何突破传统的教学模式，适应现代社会对人才的需要已经成为全球教育共同关心的问题，那么我们现在的课程改革的最重要的指导思想，就是要通过学生的“学”来促进教师的“教”，重要的是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，学习思维，这是了不起的一件大事。提出以学生为主，好像是上世纪80年代初，在我们语文教学领域里，首先不是理论工作者，而是我们的基层教师，譬如钱梦龙先生是最早的。但是当时提出的以学生为主体，比较多的是修辞上的描绘，并非严格的哲学意义所指，就是指让学生学得主动点儿，生动点儿。现在我们想对主体进行哲学正名。我们这代人的哲学基础贫乏、肤浅，典型的例子就是把生动的辩证法与一分为二简单地画上等号，认为辩证就是一分为二，但是在黑格尔和马克思那里不是一分为二，而是一分为三。在《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集》第13卷中，有下面这些话：“一，直接的同一性，生产是消费，消费是生产。二，每一方表现为对方的手段，以对方为媒介，这表现为他们的相互依存。三，二者的每一方，自己实现时也就创造了对方，把自己当作对方创造出来的。”既然我们承认当一方实现自己的时候也就创造了对方，并且，时时把自己看成是对方所创造的，那么我们在研究以学生为主体的时候，不要简单化，不是让他们发言，让他们作业就算以学生为主。在现代哲学研究方面，关于主体的学说，最有贡献的就是要建立三大中介系统，哪三大中介系统呢？第一语言符号系统，第二工具操作系统，第三社会关系系统。你要真正实现以学生为主体吗？那你就要注意这三个方面的中介系统。
第一，语言符号系统。人认识世界，不是通过他的身体，而是通过他的语言系统。我们说，事实的描绘离不开语言，理论的阐述也离不开语言，学生的一切学习活动、认识活动都要借助语言符号系统这一中介。而我们语文学科的本身就是要促进学生掌握好语言符号系统，这是我们语文课的最终目的。为了充分发挥语言中介系统的作用，语文学科首先要编好教材，因为它是学生学习语言的范本，当然教师也应当在课堂上不断锤炼自己的教学语言，不管教材语言还是教师语言都要努力做到规范化，富有鼓动性。现代语言学认为，在主体对自己使用的语言进行批判性反思之前，我们是找不到自己的真正的立足点的，也就是说，当学生的语言没有发展到一定程度，一定的水平，他不可能实现主体的责任，在原始人物我不分的情况下，没有语言，根本不存在主体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，维特根斯坦说，我们与语言斗争，我们正在卷入与语言的斗争之中。因此要尊重学生的主体作用，我们应该为纯洁我们师生的语言共同奋斗。
第二，工具操作系统。现在的工具操作系统，已经不是马克思在《资本论》里讲的由动力装置、传动装置、工作装置三个部分组成的，由于计算机和IT技术的广泛运用和迅速发展，工具的智能化的特点越来越显著，电脑的普及已经不是一种技术的推广，而是作为一种文化出现。现在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是，随着人们的学习和工作越来越离不开电脑，怎么能够确保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不至于受到冲击和动摇。我们应当在电脑信息、互动、探索、展现这四个关键词上多下点儿功夫。在上海教师队伍里，有研究生以上学历的年轻人，华东师大给他们办了一个班，就是课堂教学与IT技术的整合。在这个班结束的时候，导师说：“豪华的汽车送来的牛奶不见得比破旧的马车拉来的牛奶质量高多少。”想不到。下面有个学员嘀咕了一句：“在保鲜的角度上汽车毕竟有优势。”这句话给导师听到了，他回敬了一句：“这就要看高速公路上是否塞车了。”我们就要很好地研究一下高速公路塞车的原因在哪里。黑客的作乱是一种，它既是一个信息库，又是一个垃圾场，还有学生无休止的网上聊天，导致心理障碍，等等。因此我们在强调学生主体作用的时候。不能不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。就是怎么让学生做工具的主人，而不能异化为工具的奴隶，这正是主体价值体现的表现。

第三，社会关系系统。在现实生活中主体扮演不同的角色。主体和主体之间不断的相互作用和互相影响。一个人对世界的认识，不仅取决于他自身的经验知识阅历，还取决于他周围是些什么人。马克思说，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交往的一切人的关系，那么这种关系反映在教学中最为生动、最为敏感的就是师生关系，因此语文学科新型的师生关系是建立在科学与民主的基础上的。所以我们说，强调学生在课程改革中是学习的主体，不要简单地认为这个主体就是一般的以学生为主，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。这是哲学上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。真正的以学生为主体，实现这一理想，我们必须重视三个中介系统，即语言符号系统、工具操作系统、社会关系系统。这是当代哲学非常重要的研究拓展。法国知名哲学家德•里达在中国演说的时候，很不客气地说了一句话：中国人不乏思想，但是没有哲学。在课程改革的过程里，我们也有责任引导老师读一点儿哲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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